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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婚姻移民“代际化”的族群关系
———以日本农村的中国女性为例

胡源源

( 山东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 从 20 世纪 70 年代至今，大约有 22 万中国女性因结婚移民到了日本，但是关于她

们在日本的社会关系尤其是族群关系，学界的讨论较少。本文通过对嫁到日本农村 43 位中国

女性的访谈，阐述她们在日族群关系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研究发现，中国女性之间并没有因为

同胞身份而团结形成单一固若磐石的族群关系，她们的族群关系呈现“代际化”特征，而且“代

际”之间隔阂明显。这种“代际”关系是中国女性在日再社会化程度的差异、属性( 结婚经历、中

国的出身地等) 的多样、日本社会环境的变化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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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和国际移民的活跃，学者们对高学历技术移民①、护士移民②、家务劳动移民③等群体

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其中以女性移民为对象的研究也逐渐增多，但关于她们在接收国社会关系的研究尚有很

大的学术空间④，性别与社会关系研究依然任重道远⑤。在女性移民研究中，研究者们将她们区分为“从属

移民”和“主动移民”两种类型。前者多以男性的配偶或亲属等家庭成员身份实现移动⑥，她们在进入接收

国后容易拥有浓密的亲属关系; 后者多通过再生产劳动、商务、跨国婚姻、留学等方式实现移动，由于是单独

的个体移民，她们在接收国面临社会关系的重建。两种类型的女性移民在地的社会关系存在“再编”和“再

建”的区别。

学者许雅惠指出，女性移民通过与同乡的强联结获得情绪的共感与支持从而得以维持基本的认同与生

存⑦。在接收国由于语言、阶层、国籍、文化等多重因素的限制，族群往往被认为是女性移民强有力的社会支

持力量，特别是在信息、经济、情绪、工作获取等方面，这容易忽视她们如何构建族群关系。Ｒyan 指出，移民

网络不是自然存在的，需要建构和维持，在接收国建立社会关系需要时间和努力⑧。对于只身来到接收国的

女性移民而言，即便有族群的存在，族群成员也是陌生人。在母国时个人社会关系尚且需要经营和维持，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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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移动后更需要努力构建族群关系。那么女性移民在接收国如何再建族群关系? 什么因素影响着她们的族

群关系? 这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

由于地理位置临近、中日之间存在经济差距以及历史渊源等因素，中国女性早在 1980 年代就通过结婚

的方式移民日本。1980 年代以后，随着东亚人口老龄化、晚婚化的加剧，家庭再生产领域人手不足，东亚内

部女性通过婚姻实现跨国流动日趋激烈。现阶段，东亚形成了“结婚的世界体系”①，在这个体系中，中国既

是移民输出国也是移民接收国，而日本和韩国是接收国。本文以嫁到日本农村的中国女性为例，讨论女性移

民在接收国的族群关系。

一、日本农村的中日跨国婚姻

战后，日本“家”制度虽然被废除，但是“家”意识依然浓重。在农村，婚后与公婆同居的社会规范根深蒂

固，尤其是长男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义不容辞。这导致日本女性不愿与农村守“家”的男性结婚，特别是长男，

在婚姻市场上非常不受欢迎甚至被敬而远之。此外，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她们从农村流向城市造成

了农村性别结构失衡。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农村男性“结婚难”的问题凸显出来②。为了解决这一问

题，日本地方政府与民间婚姻中介联手，从菲律宾、斯里兰卡等东南亚国家引进外国新娘，日本农村的跨国婚

姻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日本官方数据显示③，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结婚移民日本的中国女性逐渐增多。1997 年以后嫁到日

本的中国女性数量超越菲律宾女性，成为日本男性最大的跨国婚姻结婚对象。2000 年以后平均每年有 1 万

多名中国女性嫁往日本，2009 年中日跨国婚姻数量达到顶峰，当年有 12733 名中国女性移民日本。2011 年

东日本大地震后嫁往日本的中国女性逐渐减少，即便如此，每年仍有约 6000 名女性移民日本。从 1970 年至

今至少有 22 万中国女性通过结婚的方式移民到了日本，其中 7 成左右嫁入了日本农村④。

笔者自 2009 年开始对嫁到日本但马地区的中国女性进行调查。但马地区位于兵库县⑤北部，是西日本

的农村地区，亦是日本早期参与农村跨国婚姻的地区之一，当地男性早在 1980 年代就开始迎娶外国女性。

当地的外籍配偶多来自中国、越南、菲律宾等国，其中中国女性多是通过婚姻中介嫁到此地，只有个别是通过

亲属介绍。被访谈的 43 位女性中，年龄跨度在 25 岁至 63 岁之间，平均年龄 35 岁。38 位来自中国东北地

区，2 位来自中部地区，3 位来自上海周边地区; 其中 41 位来自农村，只有 2 位来自城市; 学历多集在初中水

平，在嫁到日本之前多从事服务行业，如商场营业员、餐饮店服务员等。她们定居当地的时间在 8 个月至 22

年之间。其中早期如 1990 年初来日的女性多是初婚者，2000 年以后来日的女性以再婚者居多; 日本丈夫多

是兼职农民或是个体营业者，她们与丈夫的感情基础薄弱。由于日语水平低，她们到日后会参加当地 NPO

( 支援外国人生活的非盈利组织) 举办的日语补习班。笔者在补习班与她们相识，而后通过滚雪球的方式找

到更多中国女性。

二、跨国婚姻女性移民的社会关系

在早期的跨国婚姻研究中，女性移民的社会关系并没有得到充分讨论，造成这种局面有两方面原因: 一

方面学者们多倾向于关注问题多发的私领域⑥，忽视了她们在公共领域的身影; 另一方面夫家限制女性移民

与外界接触。由于农村跨国婚姻“商品化”的性质⑦，夫家担心她们过度与社会接触，尤其与来自母国同胞的

接触会诱发她们离家出走，所以对她们家庭外的行动进行了管制。宿谷京子指出，在日本农村，外国妻子没

有建立社会网络，很难看到她们有可以依靠的邻居，外国妻子无缘主流社会孤立地存在着⑧。许雅惠也提到

嫁到中国台湾的外国女性因为婚姻的特殊性而不被信任，迫使她们与同乡社群关系断裂⑨。外国妻子在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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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国被描述成“孤立的存在”“社会的无缘者”。

随着日本农村外国妻子数量的增加及她们与婆家关系的磨合，加上接收地社会环境的变化，女性移民在

家庭外的生活逐渐显露出来。石沢真贵在日本秋田县调查后有以下描述，“与邻居的交往不是特别紧密。

……但是通过手机和邮件与朋友间的联系却很广，与较远的朋友也有交际”①。武田里子指出，早期来日的

外国妻子主要通过工作单位结识朋友，1997 年以后来日的外国妻子通过日语学习与育儿构建社会关系②。

南红玉指出，山形县的外国妻子来自不同的国家而且她们来日时期不一样，同一地区内的外国妻子之间没有

形成坚固的社会网络，如果扩大地理范围兼顾其他地区存在“同胞”关系。与之相对比，在福岛县同一地区

的外国妻子间建立了强固的同胞关系。外国妻子间的社会关系不仅局限于自身之间的交往，还扩大到了以

家庭为单位的往来。外国妻子在与邻居的交往及地区活动的参与上都表现出积极的态度③。

Kao，G．和 Joyner，K．认为，种族 /民族的同质性不仅对生物学分类上相似的他人具有吸引力，对拥有共

同语言、国籍、文化、传统和宗教认同等特征的人也表现出吸引力④。对于女性移民来说，在陌生的环境里在

共同的语言文化的召唤下，族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族群是她们日常重要的社交圈。在婚姻移民与族群的研

究中，学者们对移民日本的外国女性的族群关系有一定的研究积累。杉浦直认为，族群是移民为了应对接收

社会的歧视而形成的集体组织⑤。高畑幸发现，与日本男性结婚的菲律宾女性为了解决生产与育儿的问题，

相互之间形成了帮助生育、照看婴儿、母子家庭会等扶助组织。据推测，日本大约有 150—200 个菲律宾人的

互助组织⑥。坪田光平指出，菲律宾女性因为有共同的信仰，她们通过教会构建起社会网络并从中获得就职

机会，但因为对从事风俗业的态度不同引发了她们价值观的分歧进而导致族群关系的紧张和对立⑦。李善

姬对嫁到日本农村的韩国女性调查后指出，她们之间并没有形成共同的组织。李认为，韩国女性由于是通过

中介介绍嫁到日本，所以同处于女性立场本身就已经是竞争的开始。为了从固有的观念中逃离出来，韩国妻

子有意识地将自己与其他女性区别开，尽量融入日本人中。另外，韩国妻子来日后多从事具有民族特色的商

业经营，由于拥有相同的文化资本，相互之间形成了竞争的格局⑧。

以往关于女性移民是否在接收国构建了社会关系及构建途径的研究已形成了部分成果。樋口直人指出，

确认“社会关系是否形成”不是研究的结论，只是研究的出发点。为了从“社会关系是否形成”这一单调的结论

中挣脱出来，对社会关系如何形成、社会关系在哪些方面重要、有怎样的特点等进行讨论是十分必要的⑨。目

前，学界关于女性移民的社会关系研究虽然已经跳出了“有无论”的框架，但对其特征的探讨还远远不足。例如

樋口指出的“各种社会关系在哪些方面重要? 有怎样的特点?”就没有被分析。尽管上述研究对外国女性的族

群关系进行了一些考察，也指出了族群内部的矛盾和对立，并分析了造成紧张局面的原因，但是她们具体构建

了怎样的族群关系，即族群关系呈现怎样的特征? 什么因素影响着这些特征? 这些内容并没有被论及。

此外，现有研究中缺少关于中国女性移民族群关系的探讨。在日本农村的跨国婚姻研究中，研究者们将

来自中国、韩国、菲律宾的女性统括到“东亚妻子”的大范围内进行考察瑏瑠，虽然有关于韩国和菲律宾女性的

族群关系研究，但是作为日本男性最大的结婚对象———中国女性的族群关系始终被混合在“东亚妻子”的族

群关系中。笔者调查发现，嫁到日本农村的中国女性不像韩国女性那样，从选择结婚这条路开始就存在着明

显的竞争; 而且中国女性嫁到日本后多是受雇于当地工厂的劳动者，并没有热衷于用民族资本进行创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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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她们也没有像菲律宾女性那样在共同的宗教信仰下形成族群连带，更没有因为职业选择而产生分歧。那

么中国女性到底构建了怎样的族群关系呢? 赛汉卓娜指出，跨国婚姻研究需要将外国妻子按国籍、区域、族

群进行分类，这样才能将女性在跨国婚姻中文化适应的多样性体现出来①。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将中国女

性从“东亚妻子”中独立出来，只有这样才能清晰地看到她们族群关系的特点。

再者，随着婚姻移民的不断涌入，在地的族群并不是一直处于静止状态，移民的适应程度、生活自立水平

等方面也动态地变化着，这使得族群内部移民状况复杂化。这样的变化对婚姻移民的族群关系有着怎样的

影响? 这在以往的研究中没有被讨论。综上，本文将以在日的中国女性为对象，讨论她们如何与同胞互动，

怎样的因素影响着她们的族群联系。

Mannheim 认为，同时出生在世的一代人，因为经历了同一具体历史问题而组成一个现实代( generation

as actuality) ②。本文借用 Mannheim 的概念，认为嫁到日本农村的中国女性在日本形成了不同的代际。所谓

“代际”不是生物意义上同时出生的人，而是基于在日定居时间的长短而形成的不同群体。笔者发现，中国

女性在日居住时间不同，她们在生活适应方面表现出很大的差异。于她们而言 5 年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因为

5 年可以使她们在语言方面从不能沟通到基本交流，5 年也可以让她们从完全不了解日本社会到基本熟悉身

边的环境和社会规范，5 年亦可以让她们与日本夫家的关系从磨合期进入稳定期，所以本文以 5 年为分隔点

将中国女性分为不同的代际。具体而言，来日 5 年未满为“新手世代”，来日 5 年以上 10 年以下为“适应世

代”，来日 10 年以上为“经验世代”。以下通过对中国女性的访谈展现族群内“代际化”的社会关系。

三、“代际化”的族群关系

( 一) 经验世代: 从“亲密的共同体”到“松散的联盟”

经验世代的女性有的早在 1990 年代初就嫁到日本，至今已经旅居日本 30 多年。由于她们来日时间较

早，所以本节不仅讨论她们现阶段的族群关系，同时从时间轴上考察她们社会关系动态的变化。

刚来日本时只有 2 个朋友( 与我一起嫁到日本的中国人) ，那时周围没有中国人。我们每周都要聚

一次，在一起时就讲婆婆和丈夫的事情，连生几个孩子我们都商量过，当时( 我们) 甚至商量说要离婚一

起逃回中国( 哈哈哈～ ～笑) 。在得知日本的家庭习惯和性别分工后，大家商量好都只生一个孩子绝对

不生第 2 个。现在我们 3 人各自都只有 1 个孩子( 访谈者 IG) 。

从“只有 2 个朋友”可以看出，经验世代到日初期朋友的数量少且多限于与她们一同嫁到日本的女性。

笔者认为这样的交际圈与当时客观环境有很大的关联，1990 年代初即使她们想与同胞建立广泛的社会关

系，但当时封闭的日本农村也没有很多中国人。虽然从 1980 年代开始外国移民逐渐流入日本，但主要以城

市地区为主，农村并没有很多外国人。从统计数据来看，1990 年代初嫁到日本的中国女性虽然呈增加的趋

势，但每年只有不到 4000 人，这个数值仅是中日跨国婚姻高峰期的三分之一③。而且由于她们散居于日本

各地并没有聚居，意味着在各地不会有大量的中国女性存在，这样的环境严重限制了她们社会关系的拓展，

所以当时她们的社会关系是小规模的。此外，通过采取一致的生育计划可见当时经验世代之间有着亲密度

非常高的互动，笔者认为她们当时的族群关系是一个“亲密共同体”。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年的“亲密共同体”发生了变化。

我们现在不像刚来( 日本) 那会儿频繁见面。现在我们每年大概只有 1、2 次电话或邮件联系。即

便联系也不会像以前那样讲老公和家里的事情，只是简单地喝茶闲聊一下( 访谈者 IG) 。

尽管在岁月年轮中经验世代之间的关系没有中断，但通过上述谈话可以看到，当初亲密的关系已荡然无

存。现在无论是联系的频度还是感情的亲密度都大幅下降，相互之间宛如一个“松散的联盟”。

接下来讨论经验世代与适应世代、新手世代之间的关系。从结果来讲，经验世代对适应世代、新手世代

态度消极几乎没有联系。

经常从朋友那儿听到有中国女性嫁过来的消息，但是我与她们没有交往，我现在与这几年来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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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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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漢卓娜:《国際移動時代の国際結婚》，勁草書房 2011 年版，40 页。
Mannheim，K．“The problem of generations”，edited by Kecskemeti，P．，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London: Ｒoutledge ＆ Kegan

Paul，1952，276－320．
日本厚生劳动省，第 1－37 表( 婚姻件数，年度×夫妻国籍) ，源自: http: / /www．mhlw．go．jp / toukei / saikin /hw / jinkou /suii09 /marr2．html。



社会学研究 山东社会科学 2021·2

人完全没有交集。日本邻居偶尔会说介绍个中国朋友给我认识，我总是以已经习惯日本生活为由委婉

拒绝( 访谈者 AK) 。

“习惯”一词精准地解释了经验世代脱离族群的原因。笔者发现，经验世代在生活方面具有高度的独立

性。上文提到，嫁到日本农村的中国女性学历多是初中水平，对于学历相对较低的她们而言，结婚只是走出

国门的手段，她们不像留学生或高技术人员为了提高自己的职业生涯而移民。对于她们来说，来到日本实际

是把自己的生活基盘从中国转移到日本，在日本构建自己的“生活世界”。所谓生活世界，在此可以理解为

工作单位、孩子( 如果有孩子) 的学校、医院、政府部门等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场所。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

境相对简单的日本农村，只要熟悉这些场所，生活上便能应对自如。笔者发现，中国女性大约来日 5 年左右

就可以克服语言障碍，这之后她们自己足以应付这些机构。对于在日定居多年的经验世代来说，她们在生活

上几乎不会有任何不便。AK 曾很自豪地跟笔者讲，由于和婆家的小姑关系不好，婆婆过世时的葬礼操办都

是她一个人完成的，包括各种繁琐的仪式，作为一个外国人她为自己的自立感到自豪。所以，在生活高度自

立的情况下，族群于经验世代来说是一个模糊的存在，族群的意义仅存在于刚到日本时有限的几位朋友，在

她们的生命历程中不曾真正融入和接触当地的中国人网络，她们甚至刻意与族群保持着距离。她们对族群

冷漠的态度将在下文中详细分析。

( 二) 适应世代: “代际内的小组”

日本在经历了 1990 年代的移民积累后，不仅城市，农村地区的外国人也逐渐增多。2010 年以后来日的

适应世代从登陆日本那一刻开始，周围就已经有很多中国同胞，而且很多跟她们一样是通过与日本男性结婚

的方式移民到了日本。不仅如此，这些同胞中有很多同乡，特别是来自东北的女性周围有很多同胞加同

乡①，这是经验世代当初完全没有的社会环境。然而笔者却发现，这样的环境并没有促使她们比经验世代更

积极地拓展社交圈，即同胞加同乡的存在对适应世代的族群关系构建并没有直接的影响，因为她们自始至终

表现出上不攀附下不亲密的态度。

在生活适应方面，适应世代虽达不到经验世代的水平，但基本能够自立不需要向经验世代求助，而且由

于经验世代的冷漠她们也没有向经验世代靠拢的意向。此外，适应世代作为新手世代的前辈，与经验世代相

比，她们与新手世代接触的机会更多。笔者在参加当地 NPO 的活动时经常看到适应世代活跃的身影，推测

她们与新手世代建立稳定的族群关系的可能性比较大。但通过进一步调查发现，适应世代与新手世代之间

同样没有稳定的社会关系。尽管适应世代与新手世代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适应世代对新手世代表现地很

冷静，与她们之间多是出于道德立场的“临时支援”关系。

我平时不怎么与在日语补习班认识的中国女性交往。前一段时间 NPO 的工作人员拜托我帮助刚

嫁过来的 SM。我就主动联系了 SM 问她有什么需要。从那以后 SM 只要有事情就给我打电话咨询各种

事情。例如签证怎么更新或是回国买机票在哪儿买等。只要与生活有关的事她都打电话问我，但过了

一段时间后她就不联系我了。有困难的时候突然把你拽出来求你帮这儿帮那儿，没事的时候就完全不

理你。站在我的立场上，我感觉自己只是被利用。我虽然尽力去帮助她们，但只是帮助而已没有其他关

系，说实话并不想与她们有太多牵扯( 访谈者 C) 。

如此对上不攀附对下冷静的适应世代构建了怎样的族群关系呢? 笔者发现，适应世代代际内的交往密

切，即她们与同一时期来日的女性交往频度高且连带感强，这是适应世代族群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日生

活时间相近意味着她们不仅经历了相似的生命历程，而且都经历了在中日思维和行动模式的碰撞中自我调

整的阶段，对日本社会的适应保持着相近的步调。这种“同步性”衍生出的“共振”感情连带超越了同胞和同

乡之情，成为了适应世代构建族群关系的基础。

( 三) 新手世代: “流动的朋友圈”

由于生活上的实际需要，新手世代非常期待来自族群的社会资源，所以她们对族群表现出积极的态度，这

是与经验世代和适应世代最大的不同。然而她们也依然没有建立稳定的族群关系，她们的社交圈流动性大，随机

性强。

对于定居日本时间不长的新手世代来说，生活中大部分问题来自日本夫家。在语言沟通和文化的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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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武田( 2011) 和南( 2010) 都指出，嫁到日本的中国女性很多来自中国东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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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下，新手世代在陌生的环境里只能向与她们有相似经历的中国女性求助。通过与她们交流了解日本的

家庭观念，从而为自己的行动提供合适的判断，中国女性是新手世代最有用的社会资源。前文提到 2000 年

以后来日的女性多是再婚者且有孩子( 与中国前夫的孩子) ，特别是近年移民日本的新手世代此特征尤为明

显。她们在生活稳定后迫切地希望把国内的孩子带到日本或者让日本的丈夫为孩子提供抚养费。在日本，

家庭问题属于私领域范畴不会被放到公共场合谈论。笔者调查发现，但马地区有很多免费向外国人提供服

务的 NPO 机构，这些机构虽然在日语学习、孩子入学、多语言的对应等方面给予她们很大帮助，但涉及家庭

内部的事情，受日本家庭孤立性与排他性价值观的影响，工作人员在社会规范的约束下不会插手，更不用说

建言献策。从某种意义上说，NPO 等公共机构对新手世代的帮助是有限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她们只能向同

胞靠拢。

她们( 新手世代) 不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跟 NPO 的人说，有些事情只能跟中国人讲。例如，如何跟丈

夫交涉把和中国前夫的孩子带到日本、如何让丈夫给孩子生活费，像这样的事就只能跟中国人商量，即使

问日本人她们也帮不了什么忙。这里( NPO) 的人确实帮她们很多但不能给她们所有需要的( 访谈者 ＲY)。

笔者调查发现，虽然新手世代向同胞靠拢，但这并没有让她们建立稳定的族群关系。一方面如上所述经

验世代和适应世代对她们态度冷淡，另一方面新手世代交友机会非常有限。由于大多数的新手世代不是为

了“婚姻”而嫁，更多的是为了获得工作机会改变自己的现状，所以她们在生活稍微稳定之后会马上出去工

作。这直接导致她们失去在日语补习班学习的机会，而补习班是她们扩展族群关系的重要场所。所以，当她

们周末偶尔出现在补习班时，碰到的中国同胞只是点头之交，朋友圈成员的流动性大、随机性强，很难发展出

稳固的社会关系。此外，有学者指出工作单位是移民构建社会关系的重要场所①，但由于新手世代没有合适

的文化资本，来日后只能从事工厂流水线的工作，而日本严格的职场规则不允许她们在工作中有过多的交

流，有偿的工作机会并没有为她们的社交提供正面的力量。

四、“代际化”族群关系的机制: 再社会化、移民属性、社会环境

结婚移民日本农村的中国女性作为外国移民、日本男性的配偶，在族群、身份、阶层、移民路径等方面具

有高度的相似性，但这些并不是催生友谊的必要因素，她们在日的族群关系呈现明显的“代际”特征。这种

“代际”是在日生活适应过程中再社会化程度的差异、移民属性的多样、社会环境的变化等因素共同作用下

产生的。

首先，由于女性旅居日本的时间不同，她们再社会化的程度有很大差异。这种差异是中日文化之间的摩

擦和调解的反映，是引发代际之间关系疏远的原因。

去超市或商店买东西时，经常能听到中国人在超市大声说话。中国女性来到日本后还和在中国一

样，声音依旧很大。我来日本很多年了已经日本化了，平时不与中国人交往( 访谈者 IG) 。

由于经验世代久居日本，其行动模式都以日本模式为标准，在中国习得的文化习惯、行为规范已逐步弱

化。而适应世代与新手世代特别是后者，来日时间尚短并不熟知日本的社会规则与思维方式，行动模式还依

然是中国式的，例如上述大声说话的例子。对于在公共场合大声讲话，中国社会的宽容度要远远高于日本。

对久居日本的经验世代而言，日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已经潜移默化地转变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她们倾向

于“入乡随俗”，对不符合日本文化习惯的行为产生了排斥的心理。所以，类似于在公共场所大声讲话的事

情，她们的态度已不是宽容的中国人标准而是严苛的日本人标准。这就引发了女性族群内部的关系紧张，从

而产生了早来移民与后来移民之间的文化隔阂。笔者发现，这种隔阂不仅存在于经验世代与新手世代之间，

适应世代与新手世代虽不及前两者之间那么深但也同样存在。所以，再社会化程度的差异是影响中国女性

族群关系的因素之一。

其次，嫁到日本中国女性的“属性”存在着明显的“代际”特征。所谓“属性”指移民的年龄、出身地、结

婚经历等。上文已提及，经验世代多来自上海周边地区而且多是适婚年龄的初婚者，适应世代与新手世代以

来自东北地区且再婚者居多。笔者发现，这些属性差异也影响着她们的族群关系，以下以女性的出身地差异

为例进行讨论。早期的经验世代因为出身地的文化不同不愿与后来的中国女性结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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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Muttarak，Ｒ．“Generation，Ethnic and Ｒeligious Diversity in Friendship Choice: Exploring Interethnic Close Ties in Britain．”Ethnic and Ｒa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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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国内，南方人和北方人的文化习惯及性格也大不相同。我作为南方人有点不太接受北方人

的说话方式。例如，喝水时如果这个水不好喝或者不想喝时，我们南方人不会碰这杯水，而北方人可能

就非常直率地说“这水不好喝，我不需要”之类的话。所以在日本我也不会和北方人接触( 访谈者 AK) 。

中国有“一方水土一方人”的谚语，不同地区的人的性情大不相同。从地理概念上，中国有“北方”和“南

方”的区域划分，不同地方有浓厚的区域文化。孔维民指出，北方人性格粗犷、豪爽，真诚坦率，爱憎分明; 南

方人性格婉转和顺、细腻，感情浪漫而含蓄①。南方和北方的文化差异影响着女性在日的交际选择。除此之

外，笔者发现，中国的城乡差异也发挥着作用。

我当年还没来日本的时候听说东北经济落后特别是农村比较贫穷，好像东北很多地方都是农村，现

在还是这样吗? 偶尔与她们接触一下能感受到她们各方面跟我都不一样( 访谈者 BP) 。

众所周知，中国曾有农村―城市二元户籍制度，在 1990 年代若拥有上海户籍会有一种作为“上海人”

“城里人”的自豪感。在经验世代的潜意识里有“上海”=“城市”、“东北地区”=“农村”的思维定式，她们认

为来自城市的她们与来自东北的女性不同，所以在交往上就自动规避起来。总之，中国南方与北方的地域差

异加上“城市―农村”二元结构的先入观念，使得经验世代与适应世代、新手世代之间存在着双重的地域隔

阂。这种在国内培养起来的差异观念随着移民被重新移植到了国外，并在族群关系的构建中体现出来。

最后，日本社会的变化尤其是农村环境的变化也影响着中国女性的族群关系，这主要体现在关系建构的

机会上。1990 年代以后随着外国人涌入日本，原本封闭的农村逐渐走向国际化，文化认同也从过去单一的

模式迈向多文化共生②。其中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各农村自治体从政府和民间层面对居住在当地的外国人开

展各种援助活动。这种农村自我开放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生活在当地的中国女性的社会参与，为她们相互

认识提供了机会。特别是各地一些以外国人为支援对象的 NPO 机构的崛起，为她们提供了学习和交流场

所。例如散落在农村的日语补习班成为她们构建族群关系的重要结点，尤其让 2010 年以后来日的适应世代

和新手世代受益匪浅。由于大多数中国女性来到日本后都会去学习日语，补习班成为她们融入族群的重要

场所。这一点与早期的经验世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经验世代完全不具备这样开放的社会环境。所以，日本

农村社会环境的变化也是影响着她们在地族群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

五、结论

本文以嫁到日本农村的中国女性为例，讨论移民在接收国的族群关系。分析发现，中国女性之间并没有

因为同胞身份而团结，从而形成单一固若磐石的族群关系。族群内“代际”分化严重，而且“代际”之间隔阂

明显。尽管都来自中国，民族性和身份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但由于她们在日生活时间不同及由此带来的文

化适应程度的差异，移民内部出现了再社会化程度的分化。加上不同年代来日的女性在中国的出身地区、婚

史等属性的多样化以及日本农村社会环境的动态变化，使中国女性在日的族群关系更加复杂化。

具体而言，经验世代来日之初建立了“亲密的共同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初亲密的关系逐渐弱化成了

“松散的联盟”。适应世代对经验世代不攀附，对新手世代冷淡，与新手世代之间只是“临时的支援”关系。

但她们代际内部联系紧密，社交圈里多是同一时期来日的女性。新手世代尽管对族群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但

外出工作让她们丧失了构筑族群关系的机会，导致她们的社会关系不稳定、流动性大、随机性强。在此，笔者

要特别指出的是，即使不同代际的族群关系表现出相似性，如经验世代早期和适应世代都是小规模的成员关

系，但形成这种局面的背景完全不同。前者是社会环境因素的制约，后者是适应情况相似的成员聚拢。所

以，中国女性在日的族群关系不是一个简单复制的过程，而是一个带有明显“代际化”色彩的差异过程。

最后，本文虽然着眼于中国女性族群内的社会关系，但并不意味着她们与主流社会的日本人或来自其他

国家的外国居民之间没有社交关系，由于篇幅限制将另文讨论。

( 责任编辑: 陆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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